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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 

朱凤岚

 

 

 

【内容提要】 以日元贷款为主体的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ODA）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2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日本对华ODA不仅在中日两国经贸关系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而且也成为双方

加深互信与理解的有效渠道。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本ODA中的非经济因素影响和制约了日本对华ODA的顺利实施。日

本在对华ODA问题上突出强调政治效果以及两国就对华ODA问题的不同认识，削弱了日本对华ODA中的积极因素。 

 

 

日本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官方发展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

e ）包括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三方面内容[①]。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签订之后，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日本政府出于其对华关系的全

方位考虑，先于其他西方国家将中国纳入了其ODA重点对象国行列[②]。1980年4月，中

日双方签署了首批日元贷款第一年度的政府协议。截止到2003年度（日本的会计年度从

4月到第二年3月），两国政府签署的对华ODA协议金额累计32254亿日元，其中，日元贷

款协议金额29504亿日元（占日本对华ODA的91.47%），无偿援助协议金额1365亿日元

（占4.23%），技术援助累计金额1385亿日元（占4.29%）[③]。20多年来，日本对华ODA

在中日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在当前中日关系的诸多问题中，日本对华ODA业已成为两国间的敏感问题。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日本对华ODA进行客观的定位与评价。  

日本对华ODA在中日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主要形式。从1980年至今，日本政府共对中国提供了四

批日元贷款，这种利息低、还款期长、规模较大的日元贷款大都用在了中国的能源、交

通、农业水利、城市及环保等基础设施领域的重点建设项目上。日元贷款的使用，不仅

部分地弥补了中国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加快了基础设施产业的建设步伐。日元贷款作

为中日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项目的组织、实施，不但有力地促进了中日

经贸合作的发展，而且也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 

与对华日元贷款规模相比，日本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所占比重较小，但援助项目与人

民生活息息相关，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环境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这些被日本政府

称作“打动人心，看得见脸”的无偿援助，大到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

日友好环保中心等项目，小到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几乎涵盖中国大陆所有省、自治

区、直辖市，对受益地区的医疗、教育、环境、农业、林业、水利、生活饮水等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技术援助方面，主要是为中国培养进修生和派遣日本专家来华指导技术。据统

计，到2003年3月末，日本共接收中国研修生14210人，派遣来华日本专家4875人[④]。

通过技术援助项目的开展，不仅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使中国劳动力素



质得到提高。 

当然，日本对华ODA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的同时，

也为日本自身经济发展也带来了莫大好处。 

首先，利用日元贷款建设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大都带有限制性条件，一些贷款项

目规定只能向日本企业购买机械设备或技术。如在2001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中，15个贷

款项目中10个项目都是附加了“限定两国间采购”条件。这就是说名义上是为中国提供的

日元贷款，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回流”到了日本，许多日本企业成为对华日元贷款的直

接受益者。 

其次，中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为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对华投资创造了有

利条件，中日整体经贸合作关系得到加强。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2003年日本向中国

（包括港台地区）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137000亿日元，首次超过当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

总额[⑤]，这就足以说明中国市场已同美国市场一样，成为日本对外出口的重要支柱和

经济恢复景气的动力。 

再次，如前所述，日本对华ODA中日元贷款占90%以上，所谓贷款，即使是零利率，

也终究是要履行偿还义务的。根据日元贷款协议的规定，中方每半年支付一次日元贷款

的利息和本金。截至2003年底，中方实际使用日元贷款金额约19439.05亿日元，已还本

付息约8378.39亿日元[⑥]。迄今为止，在众多的日元贷款对象国中，逾期不能偿还日元

贷款债务的国家不胜枚举，但中国从未出现拖欠债务的现象，中国偿还日元贷款的信誉

度是最高的，这一点已被日元贷款的实施窗口— —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所证实

[⑦]。那么，仅从投资的角度，可以肯定地讲，日本政府对华贷款已经成为“优良债

权”。 

日本对华ODA的缺陷与不足

 

20多年的实践表明，日本对华ODA有利于中日双方，是促进两国经贸关系互利、双

赢，加深理解与互信的良好渠道。但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日本对华ODA的政治化已成为影响中日外交关系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为此，在中日双

方正视日本对华ODA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决不能忽视和否定其中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日本ODA中所含的政治条件制约了日本对华ODA的正常发展。冷战结束后，日

本政府制订了第一部《ODA大纲》，明确提出了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所应遵循的四项原

则：①兼顾环境与开发；②避免用于军事和助长国际纠纷争端；③充分注意发展中国家

的军费开支以及开发、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动向；④充分注意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民

主化、实施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和自由保障等方面的情况[⑧]。基于《ODA大纲》的原

则，1993年5月，日本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方向联合国申报武器出口情况，并将中国的

武器出口情况与第四批日元贷款的决策相挂钩。1995年8月，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

由，冻结了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成为当时惟一对中国实施“制裁”的国家。2001年10月，

日本制定了“对中国经济合作计划”。该“计划”虽表示继续通过日元贷款支持中国改革开

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但也明确指出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要“关注中国核武器开发、军费

开支及武器进出口动向”等[⑨]。在经济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是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推行

其政治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原本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

基本准则的。而日本把军费开支、人权、民主化、市场经济等作为衡量对中国提供发展

援助的政治标准，显然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不符合中日政治经济关系长期健康发

展的。 



    其次，日本政府过于追求对华经济援助的政治效果，导致媒体、舆论跟风而动，极

大地削弱了对华ODA的积极意义。本来，在援助中体现本国利益是正常的，因为任何国

家的对外援助都是该国为了达到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日本对中国提供ODA更是出于其

国家利益的考虑。应该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完全实现了诸如以经济援助带动贸易和投

资、换取能源和原材料、加强本国商品对外竞争力和市场份额等经济层面的目标。但

是，由于日本政府过于追求政治性功能，对对华ODA给予太多“厚望”，把中日之间的政

治、社会、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和层次的问题不恰当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中日间一有

风吹草动，迅即联想到对华ODA，使国内媒体和舆论围绕对华ODA的批评之声日甚，削减

之论风靡，甚至提出“中国不感谢论”、“中国不宣传论”、“中国援助第三国论”。 

    第三， 日本政府在对华ODA的调整中，越来越多地考虑为本国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

利益服务，不仅淡化了国际社会确定的官方发展援助“旨在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

展和改善其生活水平服务”这一根本宗旨，而且背离了“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一日本

政府自身的对华经济合作理念。从中国的角度，2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经济实

力，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改革的道路还十分漫长，也就

是说，当初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基本目标尚未达成，中国依然在坚定不移地执行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而日本政府无视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在

对华官方发展援助问题上一味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从长远看，既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

康发展，也不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 

日本对华ODA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关系

 

    随着日本对华ODA在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中日双方围绕对华ODA

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认识。笔者认为，为准确定位日本对华ODA，

有必要明确日本对华ODA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关系。 

1972年8月，中国政府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在《中日

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当时的日本舆论纷纷赞扬中国政府和

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诚友好态度，不少日本人士亦表示：日本不应该忘记中国政府和人

民的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要真诚地对中国给予经济合作。还有人建议日本政府应给中

国修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高速铁路，或建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以表示对中国的谢意

[⑩]。1978年中日两国发生成套设备下马风波时，日本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的外汇

储备现在超过250亿美元，要支付30~50亿美元的赔款，这并非不可能的”[11]。1979年，

在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之即，日本国内出现了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

要“知恩图报”的氛围。如日本财界中有人认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所以日本理

应提供优惠的日元贷款以加强日中经济关系[12]。日本通产省针对内外反对对华日元贷

款超过对东盟援助的意见，也曾明确表示应该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中国给予积极的合

作[13]。与此同时，日本《读卖新闻》也刊文称，“日本对东南亚各国支付了战争赔

偿，承担了道义责任，而中国遭遇极大的灾难却放弃了赔偿，所以讨论援助数额时不应

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相提并论”[14]。此外，在1983年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二批

日元贷款之际，社会党议员小林进认为：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角度考虑，日本应该继

续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农业资金援助[15]。由此可见，在日本媒体或部分民众心理确

实有过把对华日元贷款与战争赔偿问题相提并论的情况。 

问题是，日本政府从来就没有公开承诺过要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进行补偿。1972年

9月29日，时任日本外相的大平正芳在回答记者有关“对放弃要求赔偿权的中国是否将予

以援助”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方面尽管处于可以提出任何要求的地位，但中国放弃了要

求赔偿的权利，因此，日本应采取对此进行坦率地评价的立场。今后，两国将按照各自

国家的计划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我们将理所当然地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相互进行



经济交流。这与第五条（放弃战争赔偿— —作者）没有直接的联系。”[16]1979年12月，

作为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访华宣布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承诺时，对历史问题和战争赔偿

只字未提。这表明，日本政府有意避开对华经济援助与战争赔偿的关联。 

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国内围绕对华ODA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关系问题

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政府在公开场合否认对华ODA与战争赔偿有关，而普通民众和主

流媒体则认为对华ODA有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进行补偿的成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国内对历史认识问题的严重倒退，中国政府和国

民对放弃战争赔偿的认识变得日益复杂。1987年6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

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表示，“中日总的来说关系还是正常的，特别是经济关系发展得比

较快，在中国对外贸易额中日本占领先地位，但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从历史的角度来

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帐最多的国

家。中日建交时，中国并没有因此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中日是两个伟大的国家，又是

近邻，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我们做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17]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政府对ODA政策的根本性调

整，日本国内围绕对华ODA的谴责之声、批评之论亦不断升温，开始把对华ODA与中国的

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问题挂钩。对此，中方做出了回应。1995年

6月下旬，中联部部长李淑铮针对日本新进党访华团提出由于中国的核试验而冻结对华

无偿援助的惩罚措施时强调，“援助并不是单方面的，这与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以

及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有关。”[18]2000年5月，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对前来访日的外交部长

唐家璇表示：日本拟重新审定2001年以后的对华日元贷款，希望中方提高军费开支的透

明度。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唐外长强调，“当时大平正芳首相在有关对华经济

援助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了日本对华ODA的条件和要求，他认为周恩来先生表明了放弃战

争赔偿，日本应该以一种什么方式作为回应，应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19] 

然而，中方对日本对华经济援助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关系问题的态度不但没有引起

日方的足够重视，反而招致日本舆论的不满，举国上下众口一词，纷纷否认对华ODA与

战争赔偿有关。在媒体和舆论的炒作下，原先潜藏在日本部分民众心目中的战争补偿意

识也荡然无存。这样，中日两国围绕对华ODA与战争赔偿关系问题的分歧表面化和复杂

化了。 

应该说，中日双方围绕对华ODA与战争赔偿的关系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心领神

会”，这种思维与理解方式也符合东方的传统礼节。问题是，在中日“心领神会”了十多

年之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学者以及新闻记者，无视中日间特殊的历史事实，割裂日

本对华ODA的决策背景，把对华ODA和对其他国家的ODA等同对待，将之作为对华施加政

治压力的“王牌”和对中国发泄不满的“工具”。 

笔者认为，日本政府对华提供ODA并非是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待遇”，而是出于日本

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全方位考虑，应该说与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中日

两国对ODA与战争赔偿之所以曾经存在过“暧昧认识”，是由于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认为

应该对放弃战争赔偿的中国有所回报，而普通中国国民也存在希望得到日本友善回应的

心理。这才导致双方在对华经济援助问题上产生了些许“默契”。这种“默契”在没有外力

的催化下，还有可能存在于某个层面，但一旦遇到外力冲击，就会转化成一种反作用

力。那些正在寻机逃避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负疚感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学者和媒体，

正是利用了中方的明确表态才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事实上，对于曾经惨遭日本军国主

义铁蹄蹂躏而又放弃战争赔偿的中国来说，即使得到日本官方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给予补偿的公开正式承诺，也不应该接受日本对华ODA是战争赔偿替代物的说法。因

为，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痛，岂是不啻九牛一毛的对华ODA所能治愈的，



更何况日本政府还在执意否认对华ODA与战争赔偿之间的关系。而日本政府应该清楚的

是，无视对华ODA的时代背景，把本属于两厢情愿、互利互惠的对华ODA当作一种“恩赐”
或对华居高临下的“依据”，到头来只会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增添不利因素，对华ODA

也会失去它本身具有的积极意义。 

[①] ODA作为一个外来名词，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翻译名称。在近年发表或出版的有关中日关系问题的论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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